
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与抗战后期

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调整

潘国旗

内容提要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 国统区粮食奇缺, 物价飞涨, 中央政

府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地方政府的战时财政也窘态尽现, 苛捐杂税因此死

灰复燃,中央政府统率地方出现困难。为谋对策, 国民政府于 1941年召开第

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其主要议题有二: 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全国财政分为国家

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国统区财政收支系统

的重新划分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加强了国民政府的中央集权, 田赋征

实政策则基本解决了抗战后期的粮食问题。上述政策的显著特点是配合军

事性,即都是当时战争环境下的特殊措施, 从财政在平时自身所固有的独立

性来观察,具有一定的消极性。

关键词 财政会议 财政收支系统 田赋征实

抗战前,国民政府曾召开两次全国财政会议,第一次在 1928

年 7月,主要议题为裁撤厘金, 划分国地收支; 第二次全国财政会

议在 1934年 5月,主要议题为废除苛杂,举办土地陈报,改革地方

税制等。对这两次财政会议, 学界已有较多的研究, 本文兹不详

论。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召开于战时中国经济最困难的 1941年,

主要议题为重新划分国地财政收支系统,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

物等, 这就对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

影响,本文拟对此做一专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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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虽然国民政府对日军的侵略做了

一定程度的抵抗, 但由于敌强我弱, 日军还是长驱直入, 到 1939

年,日军不仅完全侵占了东北、华北各省,江南各省也大多沦陷, 沿

江、沿海繁华富庶之区尽数落入日军之手。从财政上看,东部富庶

地区是战前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这一地区的沦陷, 使

中央收入骤减。战前 10年, 国民政府的中央收入主要以关税、盐

税及统税为大宗,自沿海各省及重要都市、港口沦陷以后, 这三大

税收的收入大幅减少。1939年同 1936年比,关税减少 77% ,盐税

减少 56%,统税减少 89%。 在中央税收收入锐减的同时, 前线

的抗战则异常激烈, 军需浩繁;国民政府复以!抗战建国同时并重∀

相号召,大力推进后方的开发与建设,最终导致财政支出的猛增猛

涨。从抗战开始至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召开的 1941年,国民政府

各年度的财政赤字无一例外地上升到 70%多, 乃至 80% (见表

1)。为弥补日益短绌的间接税,国民政府于是转移目光,致力于直

接税制之充实。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税项中属于直接税系统的有

所得税、印花税、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营业税和遗产税 5种,其中

所得税已于战前( 1936年 10月)开征。1938年 3月召开的国民党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推行战时税制∃议决案,提高所得税税

率并扩大其征课范围, 举办遗产税及开办战时利得税。1938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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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公布#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税率条例∃,定于 1939年 1月 1日起

正式开征; 1938年 10月公布#遗产税条例∃, 1939年 12月公布#遗

产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 遗产税延至 1940年方开征。1943年 2

月,政府复公布#所得税法∃与#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法∃,将旧条例

予以废止。新税法对于所得税税率酌为提高, 又将非常时期过分

利得税条例中关于财产租赁利得的条文删除,另定单行法规。同

时将利得税累进税最高提至 60%。印花税于民国初年即已举办,

1940年后印花税收入收归中央, 当年收入 800万元, 次年收入增

至 1500万元  ,后多次修改税率, 收入有所增加。营业税原为省

税,自 1941年财政收支系统改制后,营业税遂由财政部直接税处

接管。至此,直接税体系逐渐完备。但由于直接税税源有限,能征

者甚属少数, 其所能弥补财政赤字的作用不大。考世界各国成

例,维持战时财政的另一个重要方法是依赖公债以资挹注。抗战

初期, 国民政府亦以此为计,曾有救国公债、国防公债和金公债之

发行, 债款收入对弥补财政亏短也确实收到了一定成效, ! 1937

年到 1938年, 国库赤字有 40%是用出售外汇和认购公债弥补

的∀。& 但由于战前国民政府曾两次进行公债整理,将应偿债款展

本减息, 使自己的债信受损,加上抗战爆发后, 全国重心内移, 上

海、江浙等金融中心、游资充斥之地沦为敌手,普通民众贫困不堪,

消纳公债之能力薄弱, 故公债在战时财政中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可见之于表 2。战前, 公债在国民政府财政赤字的比重一般都在

80%~ 90%以上。∋ 抗战开始后公债收入与财政赤字之比逐年下

降,最低一年仅为 3 7%,已是今非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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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37~ 1941年国民政府财政

赤字情况 单位:百万元

年 度 总岁出* 实际收入* *

赤 字 数

数 额
占实支总数

的百分数

1937 2091 559 1532 73 3

1938* * * 1169 297 872 74 6

1939 2797 715 2082 74 4

1940 5288 1317 3971 75 1

1941 10003 1184 8819 88 2

* 现金结存除外的实际总岁出。

* * 除债款和银行垫款收入外的实际总收入。

* * * 1938 年度,只包括 1938 年 7~ 12 月半年的数字,因为从 1939 年

度起,会计年度改为! 历年制∀, 即以各年 1~ 12 月为会计年度。

资料来源:根据杨荫溥:#民国财政史∃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102页; 国民政府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 #财政年鉴 三编∃ (第三篇 ) , 中

央印务局 1948 年 1 月版,第 130~ 150 页。

为克服严重的财政危机, 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以应付当时的

抗战局面,国民政府不得不打起了田赋的主意,此为召开全国财政

会议的首要缘由。

与中央政府的战时财政困境相似,国民政府所辖地方政府的

战时财政也窘态尽现。抗战以后, 接临战区的省份,因办理军事供

应的缘故,军事费用常居地方支出之最大项目, 如江苏省 1939 年

年度概算岁出共 1500余万元,军事各费即占去 1060余万元,合全

数之七成  ; 后方各省, 为办理防空、军训及救济等费,为数亦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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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地方财政之重累。地方政府的支出无限膨胀,而其税收收入

因战地正常税捐的豁免、税务机构的失常及人民逃亡或规避不增

反减, 于是财政亏短,成为各省财政当局编造概算的难题, 是项亏

短之数有达全部支出的 80%以上者,各省平均也将及全部岁出的

半数,较战前约增一倍。 地方政府弥补财政亏短的方法,无非是

举借债款和请求中央补助。自抗战发生至 1940年底的 3年半中,

各地方政府的借款总额达到 5亿元 & ,可见自抗战以来借债收入

对地方政府弥补收支差额之重要性。地方政府弥补亏短的第二个

办法是倚赖中央的补助, 其补助费收入最多的省份可占全部岁入

的86%, 少的省份亦达 10%以上。只是抗战以来, 中央政府自身

的财政困难达于极点, 对地方的补助逐渐减少, 形成中央与地方

讨价还价之势, 有失补助费制度的原义。希望中央补助而不得, 而

借款毕竟有一定的限度, 为平衡收支计, 地方政府不得不另作他

谋,藉资补苴,于是各地增加正常税捐税率和兴办各种新税成为普

遍的现象。增加正常税捐税率,以提高屠宰税率为最多,其他的如

普通营业税在川、浙、陕等省都有提高税率之举。开征新税, 以通

过税为最普遍, 如广东的失地货物入口税等, 云南的卷烟通过税,

浙江的战时特种货物捐等,其他类似通过税的苛细捐税为数尤多。

更有多数省份在中央税课上附征捐款, 如各地对盐税的附加最为

普遍,也最繁重,附加之重, 超过正税许多, 食盐自产区运至销区,

中间经过数次征课, 最后到消费者手中, 竟有每斤涨至 1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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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者  ,可谓骇人听闻,使普通百姓有淡食之虞。地方截留中央

税款的事也时有所闻, 还有的省份开征与中央税款冲突之捐税。

综此种种情形可以说,抗战以后的地方财政与北洋军阀割据时期

的财政毫无两样,正如当时的一位学者所说!抗战以来地方因事实
上需要开征之捐税, 名目繁多, 或则增加既存税捐之税率, 或添增

附加,或则另立名目,随意征收。其结果不仅使中央地方努力十年

已逐渐芟除之苛捐杂税及过重之附加, 死灰复燃,前功尽弃, 且其

紊乱之程度,较之以往,尤有过之∀。&

表 2 1937~ 1944年度国民政府国内公债

发行面额及其占财政赤字的百分数

年度 财政赤字(万元)
内债发行面额(粮食

库券除外) (万元)

内债面额占财政赤字

的百分数

1937 153 200 101 700 66

1938 87 200* 433 000 496

1939 208 200 160 000 77

1940 397 100 300 000 76

1941 881 900 260 000 30

1942 1 924 200 310 000 16

1943 4 229900 317 500 7 5

1944 13 547 300 500 000 3 7

* 1938 年的财政赤字数只包括 1938年 7~ 12 月半年的数字,因从 1939

年度起,会计年度改为! 历年制∀ , 即以各年 1 至 12 月为会计年度。故本年度

的百分比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资料来源:潘国旗: #国民政府 1927 年 % % % 1949 年的国内公债研究∃, 经

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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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地方财政的上述紊乱局面,中央政府也曾颁布命令加以

限制, 但地方政府以财源无所取、亏短无所补为由,对中央的政令

不能奉行不悖。为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国民政府就有了改变国

地财政收支系统,从财权上来控制地方政府的想法,此为召开第三

次全国财政会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粮食奇缺, 粮价飞涨。造成粮食

紧张的主要原因,一是种植面积减少,有 20%的水稻和 60%的小

麦种植面积是在沦陷区,被日本帝国主义控制。在后方由于军队

人数和内迁人口的猛增, 使缺粮问题更为突出(后方人口由战前的

1 8亿增加到 2 3亿, 即增加了 25% )。二是粮食不能进口, 1942

年太平洋战争后,口岸被封锁, 进口粮食全部停止,而在未封锁前

的1941年进口稻米占总生产量的 9%。三是由于天灾使粮食减

产。供应减少而需求激增,自然导致粮价上涨。1937年上半年重

庆米价每市斗为 1. 32元,到 1941年 6月涨至每市斗 41 87元, 增

长 31倍多。 小麦与杂粮也随之上涨, 此时大小地主与投机商人

乘机囤积粮食, 加之前线的军事失利和后方的滇缅公路中断,加剧

了粮价的上涨。粮价的猛涨带动了其他物价的跟随,造成通货膨

胀,货币贬值,国民政府辖区的军粮民食顿受威胁,抗战经济日陷

困境。国民政府为谋对策,开始酝酿田赋征实政策。

最后,国民政府为加强中央对县的控制, 在推行县自治的名义

下,从 1939年开始在各省推行新县制。规定县为自治单位, 县下

设乡,乡下设保, 保下设甲。县长权力很大, 乡保长兼管行政、教

育、军事,县长由中央或省任命,且要求县长到甲长都必须是国民

党员。但根据 1928年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制定的划分国地收支

系统, 县地方财政仅处于省财政附属地位, 没有独立的重要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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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支出方面则因上级政府交办之事过多,经费处于艰窘状态。!现

正推行县制,促进地方自治,诸凡地方管教养卫各要政, 非财莫举

∀。 于是,国民政府为了充实县级财力, 就有了重新划分国地财

政收支系统、建立自治财政系统的打算。

二

1941年 3月,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了

#积极动员人力物力确立战时经济体系案∃的决议, 制定了战时经

济体系基本纲领。但这次会议的重点在改革财政,以应当时日益

扩大的赤字亏短。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中,与财政直接有关的就有

四个:#为适应战时需用拟将各省田赋暂行收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

而资整理案∃、#改进财政系统统筹整理分配以应抗战需要而奠自

治基础藉使全国事业克臻平均发展案∃、#为平衡粮价调节民食拟

利用并改善健全现有之民间粮盐交易基层机构及其经营方法以奠

立粮盐专卖制度基础案∃、#筹备消费品专卖以调节供需平准市价

案∃,这些决议的主要精神可归纳为两点:一是各省田赋暂行收归

中央接管并改征实物;二是改变 1928年以来中央、地方财政划分

体制,省一级财政并入中央财政之内,把原来的中央、省、县三级财

政改为国家财政系统和自治(地方县)财政系统两级。为了贯彻落

实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精神, 国民政府决定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

会议。

会议于 1941年 6月 16 日正式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财

政厅局长,财政主管机关人员, 各有关专家等 250余人, 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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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均亲临致词。会议

由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主持。蒋介石在讲话中指出, 政府嗣

后必须依赖土地税与粮食税为国家税收之主要来源,以代关税与

盐税。政府将于本年秋收后立即实行粮食统制。政府现正努力推

进新县制, 以便早日实行地方自治,并对战事担负作公允之调整,

使富有者代贫民负担税之主要部分。此外将努力加速实行国父所

定之土地与粮食政策等等。 6月 22日,蒋介石又在大会上作了

#本届财政会议之任务与实施土地政策之必要∃的训词。会议期

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中美平准基金委员会

美方代表福克斯博士等曾出席讲演。从福克斯的演词中可以看

出,福氏对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本人多有溢美之辞,并以美国当时

的赋税权逐渐集中于联邦政府为例, 说明中国当时改订财政收支

系统、田赋划归中央的正确性。福氏还指出, 调整财政政策适合时

代需要,当局须有远识与勇气,创办新税。租税制度必须集中, 盖

必集中之后,然后租税负担方能平均分配于全国,亦必集中以后,

然后租税行政方能适当训练及使用租税人员。若无此项人员, 则

一切财政制度均无法成功也; 欲建立坚强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健全

之行政机构,必须保有近代会计制度。& 会期历时 9天, 至 6月 24

日闭会, 共计开大会 6次,各组审查委员会开审查会 30余次。此

次会议共收到提案 148件, 其中关于整理田赋的 20件, 属于改进

财政收支系统的 29件,属于新县制财政的 13件, 属于整顿地方税

捐的 16件,属于贸易的 5件, 属于粮食的 8件,属于金融的 2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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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土地的 14件,其他杂案 15件,分别提交大会讨论通过或修正

通过。综合大会通过之百余件提案,其主要精神分别申述如下  :

(一) 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 改订了财政收支系统及国家地方

收支划分标准。全国收支系统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

统,其应由全国统筹支配者,列入国家财政系统,其应因地制宜者,

列入自治财政系统, 省级财政并入国家财政, 原有省一级收支, 纳

入国家总预算, 省级预算,不复存在;今后凡属国家财政的收入, 应

全部纳入国库, 凡属国家财政的支出, 应全部由国家各地金融机

关,依法代理国库;统一征收机构, 在全国各县设立税务局, 征收国

税,并代征自治财政之捐税,由中央直接管辖监督,以减少财务经

费;统一各省政府的债权债务。各省债权债务,全部由中央接收,

加以整理,各省原有基金保管机构,一律裁撤。

(二) 树立自治财政系统。县为地方自治单位, 下分乡镇保

甲,简言之,县既为自治组织系统,同时又是政治基层机构。为改

变过去县地方财政经费艰窘的状况,大会决定充裕县收入, 以巩固

县财政基础。关于县收入,除县各级组织纲要中已曾规定者外, 并

议定由中央划拨印花税三成, 遗产税二成五, 营业税由原定 20%

以上,改增拨为 30%以上。又规定县可以推行营业牌照税, 使用

牌照行为取缔税,以增加新税源; 考虑到贫瘠边远县份, 收支不能

平衡, 会议决议还规定了补助制度:今后推行新县制,充实地方基

层机构,经费将增加一倍或数倍, 在富庶之县尚可支应, 而贫瘠之

县,即所需最低限度之行政费用也有无法筹措者。调剂的方法, 今

后将本着下列两原则办理: (甲)田赋由中央接管之后, 将以一部分

补助经费不足之县; (乙)人口稀少地瘠民贫之县,情形特殊, 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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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费不足之数由国库补助; 确立自治财政制度,以增进效率; 预

算制度,以县总预算为主体,所有乡镇预算均附属于县预算内, 其

收支不能平衡的乡镇,由县统筹补助;征收制度, 自治财政系统的

租税,由中央设定的税务机关代为征收,分别划拨;县财务行政, 仍

采用分立牵制制度, 即为行政出纳会计审计四权分立之制。

(三)改进税政税制。财政收支系统改进之后,旧有税政税制,

不能完全与新县制符合, 为贯彻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既定的财政

政策, 对各项税政税制进行以下改进: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

具体做法是,在各省市县分别成立田赋管理处,办理田赋征收及土

地陈报事宜,而仍以各省财政厅长主其事。至于改善征收制度, 推

进土地陈报,厉行田赋征收,甄训田赋人员诸端,均分别议定方案;

关于田赋改征实物的标准,规定以 1941年度田赋正附税总额每元

折征稻谷二市斗,产麦区征收等价小麦,产杂粮区则征等价杂粮

如有赋额较重的省份,可以报请财政部酌量减轻;至于征收程序,

采用经征经收划分制度, 经征属于税务范围, 经收则归粮政机关办

理。鉴于通过税性质之捐税对于战时后方经济有诸多不良影响,

决议一律取消, 改办战时消费税, 即由中央对具有消费性质之物

品,统筹课税,并规定各地方因裁废税捐所产生的亏短, 另由中央

统筹弥补;对营业税,酌增税率,改定征收时间,规定征收方法。

其他如金融政策,专卖政策等,大会也各有决议, 因多属局部

零星问题,兹不一一论列。

虽然上述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和田赋划归中央并征实物两个中

心问题,其原则已经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定,不能更改, 但在实

行的方法上与会代表还是发生了激烈争论。关于改订财政收支系

统问题,有的代表以拥护财政收支系统法为由,坚持中央与地方采

取税源划分制度,主张中央划拨所得税收入 30% , 以补助县市财

111

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调整



政,以符!内外相维, 以收调剂均衡之效∀本意。 至于田赋征收实

物一案,各省财政厅长各以推行困难,反对一律征收实物。& 尤以

田赋改征实物的标准问题争议最大, 第一组审查委员会,原拟! 各

省田赋征收实物之计算标准, 得由各省依照当地情形, 拟定呈准施

行,并以各县估计业主收益十分之一为度(如系自耕农应比照邻地

业主收益额计算征收)∀, 建议大会采用。∋ 但经大会考虑后, 认为

此法弊病太多, 不易实行。加以秋收在即, 确定田赋征实标准, 即

待实施,所以,第一必须争取时间, 第二必须简单明了, 第三必须确

定不移。于是决定采取前述之明确标准。

总之, 这两个重要议案是经过激烈争论、修改后,方得通过。

三

国民政府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及所通过各决议案, 对于争取

抗战胜利及战后国统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关系重大,下面就个人观

感所及分述之。

(一) 财政收支系统的重新划分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

加强了国民政府的中央集权。

国民政府成立后,至 1928年 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 国

家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但中央政令所及不过数省, 大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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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各据一方,国家仍处四分五裂之态,拥兵割据之省区,时有所见。

直到抗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退居西南, 蒋介石为了稳住这半壁河

山,进一步采取措施强化集权统治。在抗战建国的名义下, 他号召

全国人民捐除成见, 破除畛域,集中意志,统一行动。首先他将各

省军队调往前线作战, 然后对各省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全面渗

透。如四川省, 川军出省以后被分散, 刘湘死后, 群龙无首, 1940

年蒋便派亲信张群为省长。 再如云南, 蒋介石一方面派大批中

央部队、特务进入,从政治上和军事上严密控制;另一方面, 中央政

府在云南设银行,办工厂,控制盐税、外贸等, 使云南在经济上逐渐

依赖国民政府。总之,通过抗战,国民政府利用全国上下一致对外

的形势,逐渐加强了对后方各省的集权统治。但随着抗战进入相

持阶段, 战区扩大,国民政府所能控制的地区日渐缩小, 半壁江山

沦亡, 临近前方各省与敌伪犬牙交叉,复杂之至, 特别是在游击区

内,国民政府中央与省时时脱节, 省与县脱节更多,导致中央政府

统率地方出现困难。为改变这一状况,从根本上控制处于战区各

省,国民政府采取釜底抽薪之计, 改订财政收支系统, ! 虚省实

县∀, 即!凡省内之国家行政悉受中央指挥,凡地方自治与建设悉归

各县办理;省只为自治之监督, 立于中央与县之间, 以收联络之

效∀。&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划分一直是个难题,北京

政府时代, 虽有 1913年的划分国地税收系统, 但从未切实实行。

国民政府成立后,在 1928年 7月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上所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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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国地收支系统案,把国地财政确定为三级制, 就是将地方财政

分为省、县两级,而以省级为主体,县市财政处于从属地位。经过

几年实践, 县级财政虚悬的问题十分突出。1934年第二次全国财

政会议对 1928年税法进行修正, 1935年颁布#财政收支系统法∃,
对县级财政的税源作了规定。但县级财政严格、明确划分后,一部

分原为省级所有的税源移到了县级,这样省级财政就不足了。同

时,县级虽有来源,但数额有限,仍不敷支出。并且,若干共享税税

款在各级政府之间往返递解, 手续麻烦, 实行起来颇多困难, 特别

是抗战爆发以后,困难就更多了。此次财政会议于是又对财政体

制进行改革,将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自治财政两大系统,前者

包括中央、省和院辖市的一切收支,后者则以县为单位。在这种体

制下, 省一级是虚悬的, 地方财政主体是县, 目的在于加强中央的

财权和财力,也使各县有较充裕的财力,用以推进地方自治。从上

述南京政府国地财政收支体制的演变中可以看出, 这是中央、省、

县三者利益难以平衡的结果, 而最终是中央掌握了对财政的绝对

控制能力,也促进了中央与省行政上的密切联系, 达到了中央集权

的最高形式,因为它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不仅在军事、政

治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经济上也掌握了其他地方派系的饷糈

来源, 使他们不得不听命于中央。这一结果,在抗战的非常时期,

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它有利于全国财政的统一, 有利于集中全

国的抗战力量, 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二) 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 这是中国近代财政史上的一

个重大变化,它对抗战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田赋素为中国公共收入之主要财源,历来属于国家(中央)的

财政收入。自入民国以来, 因政局混乱, 大小军阀拥兵割据, 田赋

落入地方军阀手中, 成为他们军饷财用的主要来源。国民政府成

立后,实行关税自主和开办统税等措施,使关、盐、统三税成为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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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三大主要税源, 遂破天荒地将田赋划归地方收入。田赋这种

税制,历来是征收实物的,直至唐宋才折收银钱,一直延续到近代。

民国以后,沿用旧制,仍收银钱。抗战以后,因国家财政收入锐减,

特别是 1939年以后,以粮价为牵头的各类物价,不断上涨, 军粮民

食顿受威胁。国民政府为谋对策, 故在此次财政会议上出台了田

赋收归中央并征实物的政策。财政部根据会议制定的原则, 拟订

了#战时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16条,自 1941年 7月 23 日

公布施行。此后,各省田赋管理所先后成立, 中央正式接管各省田

赋,并同时着手征实工作。

与田赋征实相辅而行的还有随赋征购和征借办法。这是为解

决田赋征实所得粮食不足而采取的措施。征购是采取定价随赋征

购余粮的办法, 按田赋数额的多少,依比例征购。具体办法是以所

购额的三成按平价付给现金、七成付给粮食库券。粮食库券从征

购后的第 3年起,每年以面额 1/ 5抵缴田赋应征之实物, 5年全数

抵清。由于粮价不断上涨,政府用现款支付征购粮食颇感困难, 遂

于 1943年将征购改为征借,所有征借粮食一律发给粮食库券。

通过田赋征实、征购和征借办法(简称田赋!三征∀)的推行, 国

民政府比较好地实行了粮食统制,政府征得大量粮食。在抗战后

期的 4个年头里,即从 1941年到 1945年 6月,计实收谷、麦达 24

500万石。 此项谷、麦实物如把它折合成法币达 16988700 万

元。& 田赋原应列作税项, 但自征实以后,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并未

把它折成法币列入财政收支之内,如把它折成法币约数后与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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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项收入做一比较, 其重要性可看得更清楚。各会计年度税项收

入数字可参见表 3,为便于比较起见,税收数字亦应随年度起讫的

调整,而随加调整。

表 3 1941年 7月至 1945年 6月各年度税项收入与田赋

!三征∀所得实物折合法币约数的比较  单位: 万元

年度
调整的税项收入

*

田赋! 三征∀折
合法币约数

! 三征∀折合成税
收的百分数

1941~ 1942 116000 511400 441

1942~ 1943 592800 1416900 239

1943~ 1944 1839600 4962800 269

1944~ 1945 3589400 10097600 281

* 1941- 1942 年度的调整税项收入是这样得出的:以上年度收入的2/ 3

与下年度收入的 l/ 3 相加, 即 66700 万元( 2/ 3+ 280700 万元( 1/ 3= 1l6000

万元。以后各年度计算相同。在急剧通货膨胀下, 以年度后半期作 2/ 3 计

算,比各自折半计算要接近事实一些。

从表 3可知,将国民政府通过田赋!三征∀得到的实物折成法

币,其数额逐年度都超过其通过各项税收征集的数目: 高的年度几

达其 4 倍半, 低的年度亦几为其 2 倍半, 平均则为其 3 倍多

( 307%)。如果把在计算中偏于保守这一因素估计在内,说它平均

不低于税收的 4倍, 看来并不夸大。& 可见,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

实物的施行,不但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而且基本保

证了国统区五六百万军队、成千上万公教人员和大批文化教育科

技人员的用粮, 使他们的生活给养尚能勉强维持, 从而为当时的抗

战提供了物质支持。同时,田赋!三征∀,使政府节省了向市场采购
军粮的大量法币支出,对缓解抗战后期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减少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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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起了较大作用。据此有人认为, 田赋征实在抗战后期!成为首要

的单一的税源∀。 因为有了田赋征实, 所以军队和政府才能渡过

漫长艰苦的对日抗战,所以说,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对保证抗

战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由于抗战后期国统区的腐败和各级官吏(特别是粮政人

员)的贪污盗窃, 加上田赋!三征∀本身的特殊困难,这一政策在实

施过程也产生了不少弊端,主要是国民政府不顾农民死活, 无度征

收,对国计民生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田赋!三征∀, 名义上是由

土地所有者负担,但实际上土地所有者都直接或间接地把一部分

或大部分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例如四川地主出粮完成征实任务

者不到半数,而四川所交粮赋的总额仍是足额,有时还要超过, 这

部分粮食就是靠加重对农民的掠夺而来的。即使有的地主出了

粮,也要比农民承担的轻得多, 因为地主承担的田赋,又往往以提

高地租的方式转嫁给农民。地主所交的田赋实际上是农民所交地

租的一部分,即!赋出于租∀。同时,地方豪强往往依仗权势, 勾结

粮政人员瞒报田亩, 逃避负担。而众多的小粮户或因天灾人祸、或

因经营不善,深感负担加重,生活堪虞, 甚至征购完罄, 无法维持一

家食用, 只得自杀身亡的事也时有所闻。& 至于政府粮政人员营

私舞弊的事,更是数不胜数,这些钱稂师爷都是弄钱的能手、鱼肉

乡里的地头蛇, 在征实征购中,他们超额催科,随意增加附加,验粮

入库,从中勒索。当时四川曾有一民谚,谓!做官不如从良(即当粮

政局长) ,从良不如当娼(即当仓库主任) ∀ ∋ ,即指经收田赋征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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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级人员之舞弊发财而言。另外, 在货币信用制度日渐发达的时

代,恢复田赋征实,违反社会经济进化的大趋势,因为恢复征实后,

粮食的储运与库收成为一大问题。我国内地山岭重垒,交通险阻,

农户纳粮必须送往指定之粮食集中点, 有的远道挑送, 遭沿途之征

缴与收粮机构之勒索,往往送一斗要赔一斗。各地征存之粮食运

输出境,所需运输费用极巨,往往超过粮食本身之价值, 因此仓库

存粮充溢, 天时潮湿, 霉败堪虞。! 征实∀的种种弊端, 不一而足。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借口复员需要,延长征实时间,赋额也越来

越重, 田赋征实成为扰民的一项苛政,遭到人民的普遍反对, 也为

国民政府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三)省公债由中央接收和整理, 这在中国近代公债史上也是

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

中国各省地方发行公债, 始于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之直

隶公债,此后各省如法炮制,或为弥补收入,或为筹措军饷, 或为赈

济灾难,有具备担保按期偿还者,有从未偿还者,情形复杂, 不一而

足。国民政府成立后,各省地方为举办建设事业, 弥补政费起见,

发行省公债,总额达 41774 万元。这些地方公债的发行既干扰了

中央债的推销, 影响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又不能保证及时清偿

而损害了政府债信, 自有整理的必要。此次会议决议财政收支系

统改订以后,各省财政收支,既由国库统一处理。省级预算编审办

法,亦经改订,所有各省从前发行之省公债,其债权债务,统一由中

央接管,以资整理 接着。财政部拟订!省公债接收及整理办法∀,

自 1941年起于财政部设置整理省公债委员会,办理各省公债之接

收与整理事宜, 并规定自 1942年 1月起各省不得再发行公债, 所

有已发行而未售出之余存债票,一律缴国库保管, 其用于抵押之债

票,也一并移缴。至于各省省公债的本息基金,均改由国库拨发。

但 1942年 1月以前所有到期应付未付本息, 仍责成各省自行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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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计已经财政部接收之省公债前后有广西、陕西、山西、河南、西

康各 1种, 江西、浙江、广东各 2种,甘肃、安徽、湖南各 3 种, 湖北

4种,福建 5种,四川 6种,计 14省共有公债 35种, 总额达 41774

万元, 经详加分析研究, 其中大部分均系用以借款抵押品, 实际发

行者,为 20481万元有余,除历年已中签还本者外,截至 1942年底

止,核计尚负债额 173677547元。 这 35 种省公债之中, 清偿手

续,极不一致,清偿年限, 有长有短,利率亦有大小;对于持票人之

债权,自有重新予以确立的必要, 为此故发行了 1943整理省公债

债票 17500万元,利率周息 6厘。债票按清偿年限之长短, 分为 4

类,计第一类 5200 多万元, 清偿年限为 1951 年 12月;第二类计

6600多万元, 清偿年限为 1961年 12月; 第三类计 4100万左右,

清偿年限为 1971 年 12 月, 第四类计 1400 多万元, 清偿年限为

1981年 12月 & ,参见表 4。原有的各种省公债, 照此整理办法, 分

别予以调换收回。

经过此次整理,各省公债名目划一, 清偿手续趋于简便, 信用

提高。同时,通过整理,国民政府财政部完全垄断了公债的发行,

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控制。然而展期偿付而不提高利率, 在

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情况下, 使债权人损失巨大。

(四)此次全国财政会议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配合军事性。

与战前两次财政会议相比, 国民政府第三次全国会议所通过

的两个主要决议案 % % % 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和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
实物,都是当时战争环境下的特殊措施,都是以能与军事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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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提的, 故从财政在平时自身所固有的独立性来观察, 自具有

一定的消极性。如全国收支系统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

统,省级财政取消后,省政府失去了收入来源, 在施政方面也难有

作为, 甚至出现!地方官只有中央给多少钱就办多少事,不给钱就

不办事∀的现象。 而且中央与县区间距离毕竟距离较远,事实上

不能无省区为之承上接下。因此, 抗战胜利后,这种适应战时特殊

环境的体制就不再适用了。再如田赋划归中央后,从税务行政上

讲很不方便,因为专设了直属财政部的田赋管理处,与地方行政长

官常发生矛盾和冲突,而地方财政失去了田赋这项主要收入,日形

支绌, 为谋维持, 只得巧立名目,实行摊派, 以资挹注。据四川省

1942年的调查,华阳、灌县、彭县、资中等 18个县中属于摊派范围

的苛捐杂税达 616种之多,除去名称和内容相同者外, 实数也共有

240种 & ,因此, 乡村中的中小农民备受痛苦。1945 年抗战胜利

后,这种战时环境下的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再也无法维持, 国民

政府又尝试实行中央与地方!均权∀的财政体制。于是在 1946 年

6月召开的财政部粮食部联合会议上,决定恢复中央、省、县之三

级制财政,将田赋交还地方。但在当时全国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

的情况下, 地方财政不能真正做到自治, !恒须仰赖中央拨补∀ ∋ ,

因而这种财政体制仍然无法达到!均权∀的目的, 国民政府的国地

财政关系又陷入新的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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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整理省债公债换偿旧债表 (单位:元)

整理

省债

公债

类别

债额
清偿

年限

利

率
调换省公债票类 债 额 利率

原定清

偿年限

第

一

类

债

票

52 900 000

1951

年 12

月

周

息

6

厘

民国廿五年浙江省整理公债第一类

民国廿五年浙江省整理公债第二类

民国廿四年湖南省建设公债

民国廿三年湖北省整理金融公债

民国廿四年湖北省建设公债

民国廿六年湖北省建设公债

民国廿八年湖北省金融公债

民国廿八年广西省六厘公债

民国廿四年福建省地方建设公债

民国廿五年四川省建设及换偿旧债公

债

小 计

3 656 585

5 877 710

1 291 100

1 200 000

2 400 000

2 520 990

5 003 230

6 400 000

453 435

23 400 000

52 209 950

周息 8厘

周息 7厘

周息 6厘

周息 6厘

周息 6厘

周息 6厘

周息 6厘

周息 6厘

周息 6厘

周息 6厘

50 5

52 5

45 6

45 12

46 12

49 9

51 6

51 4

44 6

51 8

第

二

类

债

票

66 700 000

1961

年 12

月

周

息

6

厘

民国廿五年浙江省整理公债第三类

民国廿五年浙江省整理公债第四类

民国廿六年安徽省完成公路公债

民国廿九年安徽省金融公债

民国廿七年湖南省建设公债

民国廿七年福建省建设公债

民国廿七年福建省五厘公债

民国廿六年四川省赈灾公债

民国三十四年四川省整理债务公债

民国廿九年西康省地方金融公债

小 计

9 015 100

4 507 550

1 880 000

7 488 000

7 350 300

4 193 195

2 830

4 500 000

26 230 014

1 000 000

66 166 889

周息六厘

周息六厘

周息六厘

周息六厘

周息六厘

周息六厘

周息五厘

周息六厘

周息六厘

周息六厘

54 5

56 5

56 4

53 4

58 12

53 9

48 6

52 6

53 12

55 10

第

三

类

债

票

41 000 000

1971

年 12

月

周

息

6

厘

民国廿二年湖南省公债

民国廿九年福建省生产建设公债

民国廿七年甘肃省建设公债

民国三十年甘肃省水利农矿公债

民国三十年甘肃省建设公债

小 计

1 830 708

18 360 000

1 710 000

15 000 000

4 000 000

40 900 708

周息四厘

周息五厘

周息五厘

周息六厘

周息六厘

54 11

第 1 期

59 6

第2期

59 12

第3期

60 12

54 1

71 8

7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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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省债

公债

类别

债额
清偿

年限

利

率
调换省公债票类 债 额 利率

原定清

偿年限

第

四

类

债

票

14 400 000
1981

年 12

月

周

息

6

厘

民国二十七年广东省国防公债

小 计

14 400 000

14 400 000

周息四厘 70 2

总计 175 000 000 173 677 547

资料来源:根据陈炳章#五十年来中国之公债∃ (载中国通商银行编#五

十年来之中国经济∃ 1947 年版)第 134 % 136 页及财政部公债司编#十年来之

公债∃ (中央信托局印制处 1943 年)第 15 页上的数字综合而成。

(作者潘国旗, 1961 年生,杭州师范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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